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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分还是融合？虚拟化团队工作模式下的员工工作-

家庭平衡策略* 

  严 鸣  郑 石 

(暨南大学管理学院, 广州 510632) 

摘  要  虚拟化团队工作模式成为当前企业运作的一个发展趋势，产生了无边界的工作特

征，工作和家庭领域高度重叠，改变了以往工作和家庭可区分的研究和实践前提。为此，学

者开始提倡顺应无边界的发展趋势，促进工作和家庭融合。然而，基于这一管理思路的企业

实践却导致了一系列负面效果。这让我们不禁重新思考：在虚拟化团队工作模式发展趋势下，

我们更适合采用以往的工作-家庭区分思路，还是当前的工作-家庭融合思路，抑或是其他新

的管理思路？为解决这一重要问题，本研究通过社会认同理论弥补资源保存理论在解释力上

的不足，探讨团队虚拟性如何影响员工的工作-家庭整合行为，采用怎样的管理思路进行有

效的干预以达到工作和家庭和谐发展的效果。本研究为数智化变革下的工作-家庭平衡研究

构建了新的理论框架，推动该领域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有助于指导企业从新的管理思路促进

工作和家庭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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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自步入 21 世纪以来，以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信息与智能技术为基础

的新一轮技术变革使人类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迈入“数智时代”，传统面对面的工

作模式呈现虚拟化趋势。我国企业响应党十八大提出的发展数字经济的国家战略要求以及

国务院《“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提出的“以网络、云、算力为关键基础设施的‘新基

建’”的国家战略任务，积极进行数字化转型，加速了企业团队工作的虚拟化发展。据统

计，全球 80%的公司正采用虚拟或混合形式的工作方式进行虚拟化调整，其中 64%的公司

有意持久使用虚拟团队工作方式(Meluso et al., 2020)。虚拟团队是一种通过信息和通信技术

进行跨地区、跨时间甚至跨组织合作来完成工作任务的团队组织形式和工作模式(Hertel 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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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 2005; Minas et al., 2014)。例如，企业员工不在一个固定的实体大楼、厂房或办公室工

作，而是延伸到居家环境或更广泛的工作环境，如咖啡馆、云办公、SOHO 办公等；员工

不是依附于一个固定的组织，而在诸如猪八戒、零工网等网络平台上为多个雇主工作，在

多个工作团队间进行切换和流转，这些都是团队工作虚拟化的表现。随着企业的国际化发

展、数字化技术的普及、平台型组织的涌现以及零工经济的兴起，当今时代越来越多的企

业团队通过使用数智化技术进行远距离、不同步、跨组织的交流与协作，企业及团队的组

织工作模式越来越趋向虚拟化。虚拟化团队工作模式不仅成为了当前企业运作的新常态，

也成为未来组织运营的一个发展趋势(Dennis et al., 2014; Purvanova & Kenda, 2022; 

Raghuram et al., 2019)。 

虚拟团队的发展不仅给企业工作模式带来了根本性变革，也给员工的生活带来重大改

变，为工作-家庭平衡领域的研究提出了新的研究方向。为了促进工作-家庭平衡，学者们

对工作与家庭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早期的分割主义理论研究者认为工作和家庭系统

各自运转才能运作得当(例如，男主外女主内) (Kossek & Lambert, 2004; Olsen, 1983)。此

后，基于溢出和补偿理论视角的研究者认为，工作和家庭系统虽不同但相互影响，在工作

领域中有所损耗的就会从家庭领域中弥补，反之亦然，以实现工作与家庭的平衡(Edwards 

& Rothbard, 2000; Piotrkowski, 1979)。近年来，研究者从增益理论的整合视角认为，工作和

家庭是一种联盟关系，某一领域(工作或家庭)的资源可以改善另一领域中的角色绩效。工

作-家庭间的资源互益可以让各自的功能都得到积极的发挥，从而形成工作-家庭平衡

(Greenhaus & Powell, 2006; 刘永强, 2016)。分割、溢出、补偿、增益这些传统理论关于工

作-家庭平衡的研究都是基于一个共同的前提，即工作与家庭是界线分明可区分的。基于这

些研究思路，学者们建议企业管理者应该采用工作-家庭区分的思路，帮助员工建立清晰的

工作-家庭界线，才能获得良好的工作和生活状态，实现工作与家庭的平衡(韦慧民, 刘洪, 

2013)。 

然而，这些研究思路都是基于传统的面对面工作模式而提出，而企业团队工作模式的

虚拟化发展改变了工作-家庭平衡的研究前提，工作和家庭两个领域开始变得难以区分，两

个领域的重叠成为未来的发展趋势。例如，钉钉、飞书等线上移动办公方式的普及，让员

工随时随地都需要响应工作需求，工作一旦上线便难以下线，工作和家庭生活变得难以分

开，导致员工的办公时间和空间拓展到他们的家庭生活之中，使得工作和家庭领域呈现高

度重叠的状态(Middleton, 2008; Reyt & Wiesenfeld, 2015)。这一研究前提的改变，可能意味

着我们需要进一步推进以往区分工作和家庭领域的研究思路以匹配当前虚拟化发展趋势。 

C
h

in
aX

iv
:2

02
40

2.
00

16
5v

1



  3 

为此，学者们开始探索如何在虚拟化团队工作模式中促进工作-家庭平衡。他们基于资

源视角认为，应该顺应虚拟化团队工作模式下工作-家庭领域日趋重叠的趋势，积极推进工

作和家庭的融合。一方面，研究者建议企业进一步借助数字化技术推进工作-家庭融合。例

如，企业可以借助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等数智技术开展云办公、线上办公、远程办公等，

这些办公模式可以将员工的办公时间和空间拓展到他们的家庭生活之中，实现工作和家庭

领域的高度重叠和无缝衔接(Brown & O’Hara, 2003; Kreiner et al., 2009)。另一方面，研究者

建议员工构建无边界的工作和生活理念。例如，有些学者提出“在工作中生活，在生活中工

作”的理念，以促进工作和家庭生活的无缝衔接来实现工作和家庭生活的平衡(马丽, 徐枞

巍, 2011)。 

许多企业采取工作-家庭融合的管理思想，实行居家办公、移动办公、智能化办公、混

合办公等工作-家庭友好政策，支持员工履行家庭职责，希望减少员工的缺席和离职。在一

定程度上，这种家庭和工作的融合确实改善了员工的工作满意度和家庭功能(Edwards & 

Rothbard, 2000)。例如，携程集团推出“3 + 2”混合办公的新模式以推进工作-家庭融合，从

目前的实践情况来看，进一步提高了员工的幸福感和工作创造力。但企业采取的这种工作-

家庭融合的管理变革却也损害了员工的身心健康，引发了企业绩效的下降，出现了事与愿

违的结果。例如，Google 公司为提高员工的工作效率，鼓励员工将工作带回家，以此推进

工作-家庭融合。而这导致员工的工作和生活失去了界线，由此形成假性敬业和拖延症，带

来工作效率的低下，并侵占员工的家庭、休闲、娱乐等生活空间和时间，损害员工的身心

健康和家庭关系。这似乎表明，当前基于资源视角的工作-家庭融合观点可能存在一定的局

限性。 

这让我们重新反思：传统的工作-家庭区分策略在工作-家庭领域日趋重叠的趋势下是

否真的过时了？换句话说，在虚拟化团队工作模式发展趋势下，我们更适合采用以往的工

作-家庭区分思路，还是当前出现的工作-家庭融合思路，抑或是其他新的管理思路？为了

回答这一重要的研究问题，我们需要重新审视这两种观点，从虚拟化团队工作模式的特征

入手，深入分析团队虚拟性对员工在工作-家庭平衡上的心理和行为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进

一步探讨组织应该如何优化虚拟化团队工作模式对工作-家庭平衡的影响。 

2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发展动态分析 

2.1  虚拟化团队工作模式研究进展分析 

2.1.1  虚拟团队的定义及其进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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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团队研究兴起于 20 世纪 90 年代，并于 1995 年之后蓬勃发展(Martins et al., 200

4)。早期的研究基于与面对面(传统)团队的对比，将虚拟团队简单定义为地理位置上分散的

一起协同工作的群体(Henry & Hartzler, 1997)。随着信息和通信技术的进一步发展，越来

越多在地理位置上分散的团队借助电子和信息技术进行沟通协作。相应地，虚拟团队的定

义发生了变化，在原来强调地理分散性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通讯技术的运用。例如，Town

send 等(1998)将虚拟团队定义为通过电信和信息技术的组合使用，将地理上分散的人员联

系起来完成任务的群体。随后，在经济全球化的加速驱动下，越来越多的组织突破时空的

限制和组织边界来组建和运作团队以整合人力资源，由此跨越时空和组织边界成为了虚拟

团队概念中的重要成分。例如，Martins 等(2004)将虚拟团队定义为通过不同程度的技术使

用，跨越位置、时间和组织边界以完成相互依赖性任务的团队。 

综上所述，虚拟团队的概念随着科技进步和企业环境的发展变化而发生改变和拓展，

目前还未达成统一的定义。综合现有的定义可以认为，虚拟团队是以数智技术为支撑，跨

越时间、空间和组织边界，致力完成目标任务的相互协作的工作团体。其特征主要包括：

技术支撑，即虚拟团队广泛使用数智化信息技术；边界跨越，即虚拟团队跨越时间、空间

和组织边界；群体范畴，即虚拟团队是具有共同目标的相互协作的群体。这些特征可以分

为“团队性”和“虚拟性”两部分。“团队性”是与传统团队(或面对面团队)相同的地方，即两者

都具有共同的工作目标，都是目标导向下互相协作的工作群体。“虚拟性”是与传统团队(或

面对面团队)相区别的地方，即虚拟团队具有时空分散性、技术依赖性、结构动态性和组织

边界跨越性等典型“虚拟性”特征。 

2.1.2  团队虚拟性的定义及其进展分析 

团队虚拟性来源于虚拟团队概念中的虚拟性特征，描述的是一个团队在多大程度上具

备虚拟团队工作的特征(Kirkman & Mathieu, 2005; Martins et al., 2004)。随着互联网、大数

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推进，以及数字化经济、平台型经

济、零工经济等新一代经济形式的发展，现今组织中的大部分团队都或多或少地具备上述

虚拟团队的特点，团队虚拟性由此成为当今企业团队的一个普遍特征(Schmidtke & 

Cummings, 2017; 王丽平, 李忠华, 2017)。即，当前企业中的工作团队都拥有不同程度的虚

拟性。学者们的关注焦点也开始转向团队虚拟性这一描述团队虚拟程度的构念(Martins et 

al., 2004; Schmidtke & Cummings, 2017)。 

然而，当前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团队虚拟性这一构念进行描述，未能达成统一的定义

和认识。例如，O’Leary 和 Cummings(2007)认为团队虚拟性是指团队成员在时间和空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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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散程度。George 等(2022)定义团队虚拟性是成员依赖电子通信工具来开展工作的程

度。而 Shin(2004)提出团队虚拟性是指一个通过电子手段进行交流的群体在时间、文化、

空间和组织上的分散程度，是个由技术依赖性、时空分散性、组织边界跨越性和文化差异

性构成的四维构念。这些不同角度的建构和描述导致团队虚拟性的定义、维度呈现混乱零

散、不一致的状态(Gibson & Gibbs, 2006; Martins et al., 2004; Schweitzer & Duxbury, 2010)。

这主要是由于缺乏基础理论的解释而导致对团队虚拟性概念的理解停留在表面。而 Zheng 

等(2024)运用过程虚拟化理论推理出团队虚拟性的内涵及其四个结构维度，为团队虚拟性

这一构念提供了统一的定义和维度界定。 

过程虚拟化理论指出，“虚拟”过程是一个消除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物理交互的过

程。当一个过程的同步、感知、关系以及识别和控制这四个要求越少时，该过程的虚拟性

程度越高(Overby, 2008)。基于这一理论推演，Zheng 等(2024)将团队虚拟性定义为一个团

队工作过程具有时空分散性、技术依赖性、结构动态性和组织边界跨越性的程度。 

其中，时空分散性是指团队成员在不同地方、不同时间段分散工作的程度(Hoch & 

Dulebohn, 2017; O’Leary & Cummings, 2007; Prasad et al., 2017)。技术依赖性是指团队成员

在工作上对技术工具的依赖程度(George et al., 2022; Suh et al., 2011)。结构动态性是指团队

成员根据工作需要进行变动调整的程度(Gibbs et al., 2008; Gibson & Gibbs, 2006; Shi & 

Weber, 2018)。而组织边界跨越性是指团队成员在工作中跨越不同组织或部门的程度

(Schweitzer & Duxbury, 2010)。团队的虚拟性程度越高，团队成员的时空分散性程度越高，

团队成员之间的同步互动就越少；成员之间越依赖技术工具进行团队工作和沟通，导致其

获得的感官体验越少(Overby, 2008)；团队的成员组成越经常发生变动，成员之间的关系越

不稳定；此外，由于他们同时归属于不同的组织或部门，成员的身份越多重而不唯一，成

员的行为也越难受到一个组织的约束(Cummings, 2004; Majchrzak et al., 2007)。 

这四个维度共同描绘了团队虚拟性的一个重要特征：边界突破。时空分散性突破了传

统固定工作时间(如，早九晚五)和空间(如，公司办公室)的时空资源边界；技术依赖性打破

了传统人与工作对象直接接触的物理资源边界；结构动态性打破了传统工作固定人员组成

的人力资源边界；而组织边界跨越性打破了传统工作固定单位的组织资源边界。企业团队

在这四个边界上的突破程度越高，代表着该团队的虚拟性程度越高(Zheng et al., 2024)。 

2.1.3  虚拟化团队工作模式、虚拟团队与团队虚拟化的关系 

根据过程虚拟化理论，虚拟(virtual)指的是人与人、人与物之间没有直接的物理交互；

虚拟化(virtualization)指的是消除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物理交互的过程；而虚拟性(virt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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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的是一个过程在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物理交互上的程度，即虚拟化的程度。如果在某一

活动过程中，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物理交互程度低，那么这一活动的虚拟性就比较高

(Overby, 2008)。相应地，虚拟团队是指通过不同程度的技术使用，跨越位置、时间和组织

关系边界以完成相互依赖性任务的团队(Martins et al., 2004)。团队虚拟化是指一个团队拥有

虚拟性特征而变得虚拟的一个过程。团队通过“虚拟化”这个过程消除了直接的物理交互而

成为具有“虚拟”特征的虚拟团队，是诸多团队类型中的一种。然而，学者们普遍认为，现

今组织中的团队多少都具有“虚拟”定义里的一些特征，不存在纯粹的虚拟团队，只是“虚拟

化”的程度不同，即，“虚拟性”水平有差别(Schmidtke & Cummings, 2017)。而虚拟化团队工

作模式是描述团队在虚拟化过程中的工作方式，其虚拟化的程度通过团队虚拟性来衡量。

由于现实中的团队多少都具有一定的虚拟性，我们更适合通过虚拟化团队工作模式来描述

现实企业中普遍存在的一种团队工作方式。 

综上所述，虚拟化团队工作模式、虚拟团队与团队虚拟化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是：虚拟

团队是工作团队经过团队虚拟化这个过程后达到的最终虚拟状态。但由于当前并不存在纯

粹的虚拟团队，而是所有团队都具有一定程度的虚拟性。因此，我们通过虚拟化团队工作

模式来描述当前团队的虚拟化工作方式，同时通过团队虚拟性来反映虚拟化团队工作模式

的虚拟化程度。 

2.2  工作-家庭平衡研究进展分析 

2.2.1  工作-家庭平衡的定义及其进展分析 

工作-家庭平衡描述的是一种工作-家庭界面的关系，即关注个体是否能平衡工作和

家庭之间的关系。目前，学者主要从三个角度来描述工作-家庭平衡的概念，还未达成

统一的定义。基于角色满足的角度，Clark (2000)认为工作-家庭平衡是指个体在工作和

家庭中都比较满足，感受到的角色冲突最低。同样，Greenhaus 等(2003)认为工作-家

庭平衡是指个体能够均衡地参与工作和家庭角色，并能从中体验到均衡的满意感。基

于领域需求的角度，Duxbury (2003)将工作-家庭平衡定义为来自一个人对工作和家庭

两个领域的需求是等量的一种均衡状态。而基于职责达成的角度，Grzywacz 和 Carlson 

(2007)认为工作-家庭平衡是一种角色期望的达成。当工作-家庭平衡时，工作和家庭角色

的职责都能很好地、有效地完成。 

综合上述的定义可以看出，工作-家庭平衡描述的是员工在工作和家庭两方面减少相互

之间的冲突，在两个领域都得到发展的状态(Hirschi et al., 2019)。因此，如果员工在工作、

家庭两个领域上的表现都能得到促进，便达到了较好的工作-家庭平衡效果；反之，如果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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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在工作或家庭某一领域上的表现受阻，便意味着工作-家庭平衡程度较低(Hirschi et al., 

2019)。基于这一原则，本研究在工作和家庭两个领域中各自选取了其代表性结果(如，工

作领域的工作绩效和工作满意度；家庭领域的生活质量和生活满意度)，来检验虚拟化团队

工作模式下员工工作和家庭两类结果的变化，以此反映其工作-家庭平衡程度。 

2.2.1  工作-家庭平衡的研究思路进展分析 

（1）工作-家庭区分思路 

工作-家庭区分思路是将工作和家庭两个领域分隔开来看待，通过两个领域间的功能溢

出、补偿、增益等作用，从而实现工作与家庭之间的平衡。这一思路主要基于分割、补偿、

溢出等理论的研究。早期的分割主义研究认为，工作和家庭应该分割对待，男人和女人在不

同的领域承担不同的责任，女人在家里负责情感表达，男人在工作场所负责工具性的工作，

二者各司其职才能将工作与家庭运作得当，实现工作和家庭的平衡(Kossek & Lambert, 2004; 

Olsen, 1983)。基于补偿理论的研究指出，工作和家庭是两个独立的领域，个人会试图通过在

家人身上寻找更多的满足感来弥补工作领域中缺乏的满足感，或通过在同事身上获得更多的

满足感来弥补家庭中缺乏的满足感，以此实现工作-家庭平衡(Lambert, 1990; Piotrkowski, 

1979)。基于溢出理论的研究认为，员工在一个领域(工作或家庭)的成功经验会溢出改善他们

在另一个领域的经验，从而促进工作-家庭平衡(Grzywacz et al., 2002; Ruppanner & Pixley, 

2012)。类似地，基于增益理论的研究也指出，一个角色(工作或家庭)的经验会提高另一个角

色的表现，从而促进工作和家庭的均衡发展(Greenhaus & Powell, 2006; Grzywacz et al., 2007)。 

以上关于分割、溢出、补偿、增益的研究逻辑是基于工作-家庭区分思路。即，这些理

论观点认为在工作与家庭两个领域相互独立、可区分的基础上，两个领域之间能够通过资

源溢出、补偿、增益等方式，满足两个领域对资源的分配需求，从而实现工作与家庭的平

衡。 

（2）工作-家庭融合思路 

随着数智时代的到来，越来越多的组织和员工开始采用虚拟化团队工作模式进行办

公，工作和家庭之间的界线逐渐被打破并变得模糊，出现了无边界的发展趋势(Milliken & 

Dunn-Jensen, 2005)，我们很难再将工作和家庭当做独立、可分割的两个领域来对待(Powell 

et al., 2019)。基于此，学者们开始提出工作-家庭融合的观点以促进工作和家庭的平衡。工

作-家庭融合思路是将工作与家庭活动视作整体，将二者当成一个系统来看待并通过有机协

调来寻找平衡。融合思路是应对当前虚拟化团队工作模式下工作和家庭领域相互融合的现

实情况而出现的新观点，主要包括工作-家庭一体化观点和工作-家庭整合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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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家庭一体化观点将工作与家庭都当成生产场所来对待，形成工作-家庭一体化生产

模型。通过工作和家庭场所一体化，工作与家庭各自功能都得到积极发挥并相互促进，从而

实现工作和家庭的协同、平衡发展(Polk, 2008; 刘永强, 赵曙明, 2016)。而工作-家庭整合是

一种以寻求工作-家庭合理平衡、共生协同的方式来兼顾工作和家庭责任的活动(Grady & 

McCarthy, 2008)。当员工在对工作-家庭活动进行决策时，如果能在工作决策时兼顾家庭，或

是在做出家庭决策时已经考虑了工作，那么他们更可能规避工作-家庭冲突，获得工作-家庭

平衡。与工作-家庭一体化不同的是，工作-家庭整合不只是将工作与家庭生活融合在一个时

间或空间中进行，而是通过工作与家庭之间的动态协调来主动寻找平衡(Grady & McCarthy, 

2008)。 

（3）工作-家庭区分与融合的衡量：工作-家庭整合倾向 

综合区分和融合研究思路可以发现，工作-家庭平衡研究领域的核心理论探讨集中在对

工作和家庭两个领域的区分和整合上。当将工作和家庭的资源分别分开进行使用时，则表现

为工作-家庭区分思路；而将工作和家庭的资源同时相互整合使用时，则表现为工作-家庭融

合思路。而我们可以通过员工对资源分配的两种方式：工作对家庭整合(利用家庭领域的可

用资源参与工作活动)和家庭对工作整合(利用工作领域的可用资源参与家庭活动)，来判断

其更倾向于工作-家庭区分还是整合 (Grady & McCarthy, 2008; Parasuraman & Greenhaus, 

1997)。如果员工在两种整合上的倾向都高，这表明员工希望工作和家庭互相融合，资源在

两个领域内可以共享，此时在管理上更适用工作-家庭融合的思路(Edwards & Rothbard, 2000; 

Parasuraman & Greenhaus, 1997)；而如果员工更倾向于其中一种整合，便意味着员工希望对

工作和家庭进行区分，从而可以将资源分配到不同的领域，此时在管理上更适用工作-家庭

区分的思路(Edwards & Rothbard, 2000; Parasuraman & Greenhaus, 1997)。因此，本研究通过

检视虚拟化团队工作模式下员工对工作-家庭整合的倾向，以此判断员工更偏好工作-家庭融

合策略还是区分策略。 

2.3  当前研究缺陷 

通过上述对虚拟化团队工作模式和工作-家庭平衡的研究进展分析可以发现，虚拟化团

队工作模式模糊了工作与家庭的界线，改变了传统工作-家庭平衡领域的研究前提，指出了

新的研究方向：如何在虚拟化团队工作模式中促进工作-家庭平衡？然而，目前虚拟化团队

工作模式对员工工作-家庭平衡的影响研究才刚起步，还存在以下突出的研究缺陷： 

一方面，虚拟化团队工作模式对工作-家庭平衡的影响还局限在技术使用维度的研究，

忽略了时空分散、结构动态、组织边界跨越性等团队虚拟性其他重要维度的影响机制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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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阻碍了虚拟化团队工作模式对工作-家庭平衡影响研究的整体认识和系统发展。目前，

学者主要针对团队虚拟性中的技术使用维度，进行了一些关于工作中移动技术使用对员工

工作-家庭平衡影响的研究，且得出的结论也不一致。一些研究认为工作中移动技术的使用

会模糊工作与家庭的界限，干扰员工家庭职责的履行，损害员工的家庭关系，增加员工的

工作-家庭冲突(Butts et al., 2015; Delanoeije et al., 2019; Kotecha et al., 2014)。而另一些研究

却发现，工作中移动技术的使用能使员工更加灵活、方便地完成工作任务，并且进一步溢

出、补偿给家庭领域，帮助员工更好地兼顾家庭生活，促进员工的工作-家庭平衡(Johnson 

et al., 2020; Richardson & Thompson, 2012; 马红宇 等, 2016)。 

另一方面，关于移动技术对工作-家庭平衡影响的相关研究主要基于资源保存理论，而

从虚拟化团队工作模式的发展特点来看，资源保存理论的解释逻辑存在不足。针对移动技

术使用过程中的工作-家庭平衡的问题，学者基于资源保存理论解释了员工是如何根据领域

环境的需要，在工作和家庭两个领域进行资源的分配，以促进工作-家庭平衡。即，针对资

源急缺的领域进行资源投入，针对资源丰沛的领域进行资源转出，从而保障资源满足工作

和家庭领域的各自需求，增进工作和家庭两个领域的产出和绩效，实现工作和家庭的平衡

(ten Brummelhuis & Bakker, 2012)。尽管资源保存理论提升了我们对工作-家庭平衡关系的理

解，但它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当前研究应用资源保存理论的基本解释逻辑是：不

同领域存在不同的资源和需求，而这些领域是基于物理边界而进行划分的。而随着虚拟化

团队工作模式的发展，工作和家庭领域的物理边界逐步重叠无法分割，这似乎违背了资源

保存理论的解释前提，可能导致其理论解释力下降。其次，资源保存理论只考虑了环境对

资源的需求，并根据领域环境需求进行资源分配，忽略了人对资源需求的判断，无法解释

员工在资源分配上的动机，即员工为何愿意将工作或家庭某一领域的资源分配到另一个领

域。这意味着我们需要进一步推进工作-家庭平衡研究领域在虚拟化趋势下的理论发展，否

则将无法厘清团队虚拟性影响员工工作-家庭平衡的内在原因，从而使得企业管理者无法采

取有效的干预措施促进员工和企业的可持续、和谐发展。 

3  研究构想 

为回答本文研究问题，弥补当前工作-家庭平衡研究中资源视角理论的发展缺陷，本研

究引入社会认同理论来解释团队虚拟性对员工工作-家庭平衡的影响机制。以往资源视角的

研究认为，移动技术使得员工有能力根据领域环境的需求，在工作和家庭两个领域进行资

源的移动和分配，以促进工作和家庭的平衡。然而，有能力做并不代表着有意愿做，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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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理论只考虑了环境对资源的需求，忽略了人对资源属性的判断，在作用机制分析上存

在重要的逻辑缺失，即缺乏解释资源在工作与家庭之间是如何实现移动的、往哪个领域方

向移动以及为什么往那个领域移动。因此，除了资源保理论，还亟需寻找其他更合理的理

论来拓展资源保存理论研究前提的局限性，从而形成更具有解释力的理论研究框架。 

而借助社会认同理论可以有效地进一步解释资源如何在工作与家庭之间移动以及移动

的内在原因。社会认同理论认为，个体会依据身份认同行事，会向自己认同的群体或领域

付出努力和投入资源(Burke, 1991)。根据该理论逻辑，资源会往个体所认同的领域流动，

即，对领域身份的认同提供了资源流动的方向。这可以解释一个领域资源向另一个领域流

动的原因，从而弥补以往资源理论视角存在的逻辑缺失和不足，帮助我们对当前的研究观

点进行整合，形成一个更具解释力的整体理论框架。因此，社会认同理论有助于我们解决

当前的研究缺陷，可以成为本研究的理论基础。 

为此，本研究基于“社会认同理论”视角对以往的“资源保存理论”进行整合，重新审视

虚拟化团队工作模式对员工工作-家庭平衡的影响。从虚拟化团队工作模式下呈现出的“工

作-家庭融合”的特征入手，探究团队虚拟性通过员工工作-家庭整合行为影响员工工作和家

庭的作用机制。本研究的总体研究框架见图 1。 

 

图 1  总体研究框架 

3.1  研究 1：团队虚拟性对员工工作-家庭整合行为及其工作、家庭结果的双层作用机制 

为了回答虚拟化团队工作模式发展趋势下应该采取怎样的工作-家庭平衡策略，研究 1

从虚拟化团队工作模式下呈现出的“工作-家庭融合”的特征入手，选择体现工作-家庭融合

的核心构念“工作-家庭整合”作为核心机制，探讨团队虚拟性对员工工作-家庭整合行为(包

括工作对家庭整合和家庭对工作整合)的影响，从而表明团队虚拟性会让员工更倾向于产生

研究 1：探索作用机制 
研究 2：探索转化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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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掌控 

心理可得性 

掌控感等 

社会认同 

家庭身份凸显性 

家庭认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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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的工作-家庭整合倾向，以此回答本文的研究问题：在虚拟化团队工作模式发展趋势

下，我们更适合采用以往的工作-家庭区分思路，还是当前出现的工作-家庭融合思路，抑

或是其他新的管理思路？ 

通过对资源和认同双层作用机制的探讨可以发现，随着团队工作的虚拟化程度加深，

员工并不一定会倾向于对工作和家庭进行相互融合，而是会更倾向于家庭对工作的整合。

这意味着，在虚拟化团队工作模式发展趋势下，员工仍旧希望对工作和家庭进行区分，且

更倾向于将资源分配到家庭领域。因此，基于这些研究内容可以表明，传统的工作-家庭区

分理念在虚拟化团队工作模式发展趋势下并不过时，但管理者需要了解到员工更偏好将资

源分配给家庭领域，从而实现“为美好生活而工作”的人生理想。本部分的研究模型见图

2。 

 

图 2  研究 1 的模型示意图 

3.1.1  基于资源保存理论的团队虚拟性对员工工作-家庭融合及其工作、家庭结果的作用机

制 

（1）团队虚拟性与资源掌控利用 

团队虚拟性有助于员工突破各种资源边界约束，增加员工对资源的掌控利用程度(如，

掌控感、心理可得性和活力)。团队虚拟性是指一个团队拥有时空分散性、技术依赖性、结

构动态性和组织边界跨越性的程度(Zheng et al., 2024)，反映了对时空、物理、人力和组织

等资源边界的突破程度。一个团队的虚拟性程度越高，意味着该团队突破的资源边界越

多。资源保存理论指出，资源产生于特定的环境，因受环境的约束而形成资源的稀缺性。

当人们能够突破环境约束，便能获得更多的资源(Hobfoll et al., 2018)。团队虚拟性突破了时

空、组织、人力等资源边界约束，让员工对资源具有更高的掌控力，体现在更高的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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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家庭平衡(+、+) 

VS 

工作-家庭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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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心理可得性、活力等。具体而言，团队虚拟性突破时空、物理、人力和组织等各种资

源边界约束，可以增加员工对资源的获取程度。例如，相关研究表明，团队虚拟性能够帮

助员工获得更多的知识、信息、社会网络、灵活性等资源 (Ahuja & Carley, 1999; Griffith & 

Neale, 2001; Leenders et al., 2003)。而掌控感是指个体对自身能够对周围环境施加影响和控

制能力的感知(Folkman et al., 1986)。掌控感高的员工表现为其觉得更有能力控制环境，获

得和掌控更多的资源。因此，随着团队虚拟性的提升，员工的掌控感也会随之增强。同

时，团队虚拟性使得员工能够突破各种资源边界约束获得更多的资源，从而提升员工的心

理可得性，即员工认为自己拥有丰富可用的资源参与相关角色活动(Binyamin & Carmeli, 

2010)。此外，团队虚拟性解除了各种资源边界限制，增加员工对各种资源的可支配程度，

从而激发和释放员工的活力，即员工认为自己拥有更多的资源和能力(Carmeli et al., 

2009)。综上所述，团队虚拟性突破了时空、物理、人力和组织资源边界的限制，赋予了员

工对时空、信息、灵活度、社会资本等各种资源更多的自主权和控制权，从而提升员工对

资源的掌控感、心理可得性和活力。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1-1：团队虚拟性程度的提升可以增强员工的资源掌控利用程度(如，掌控感、心

理可得性和活力)。 

（2）资源掌控利用与工作-家庭融合 

员工资源掌控利用(如，掌控感、心理可得性和活力)程度的增加会提升其资源整合的

倾向和能力，促进工作-家庭整合。掌控感是指一个人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对环境施加某种影

响的信念(Thomas & Ganster, 1995)，心理可得性指的是个体对其自身拥有进入某一角色所

需资源的可用感知(Binyamin & Carmeli, 2010)，而活力是指个体对身体上、情绪上和认知

上的能量资源的感觉(Carmeli et al., 2009)。掌控感、心理可得性和活力都反映了员工拥有

和掌控丰富资源的程度。当一个员工的掌控感、心理可得性和活力程度越高时，员工拥有

的资源就越多。资源保存理论指出，个体努力获得和维持自身资源，是为了能更好地从事

各种活动。拥有更多资源的个体具有更强的投资倾向，更能激发自身的积极行为(Kahn, 

1990)。因此，高掌控感、心理可得性和活力的员工认为自己拥有丰富的资源，更有能力进

行积极的行为，对拥有的资源进行工作-家庭相互整合。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1-2：员工资源掌控利用程度(如，掌控感、心理可得性和活力)的提升可以促进工

作-家庭融合行为(即，提升工作对家庭整合的同时提升家庭对工作整合)。 

（3）工作-家庭整合与工作、家庭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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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保存理论指出，个体所接收到的资源变化会显著地影响其随后的感受和态度

(Halbesleben et al., 2014)。资源的获得有助于个体高效应对情境需求，而资源的损耗会让人

们产生压力等不良的体验和感受(Hobfoll, 2002; ten Brummelhuis & Bakker, 2012)。根据这一

逻辑，工作-家庭整合反映了员工对工作和家庭两个领域的资源调整和投入情况，影响两个

领域的资源变化。其中，工作对家庭整合是指利用家庭领域的可用资源参与工作活动，反

映了个体将家庭领域的资源投入到工作领域。这会增加工作领域的资源，帮助员工更好地

应对工作环境和工作内容，提升工作绩效、工作满意度等工作结果；同时，这也会减少家

庭领域的资源，降低员工应对家庭环境和家庭角色的能力，降低生活质量、生活满意度等

家庭结果。而家庭对工作整合是指利用工作领域的可用资源参与家庭活动，反映了个体将

工作领域的资源投入到家庭领域。这会增加家庭领域的资源，帮助员工有效应对家庭环境

和家庭角色，提升生活质量、生活满意度等家庭结果；同时，这也会减少工作领域的资

源，降低员工应对工作环境和工作内容的能力，降低工作绩效、工作满意度等工作结果。

因此，工作对家庭整合会提升工作结果的同时降低家庭结果，而家庭对工作整合会提升家

庭结果的同时降低工作结果。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1-3：工作对家庭整合可以提升员工工作绩效、工作满意度等工作结果，降低员

工的生活质量、生活满意度等家庭结果。 

假设 1-4：家庭对工作整合可以提升员工的生活质量、生活满意度等家庭结果，降低

员工工作绩效、工作满意度等工作结果。 

3.1.2  基于社会认同理论的团队虚拟性对员工工作-家庭区分及其工作、家庭结果的作用机

制 

（1）团队虚拟性与社会认同 

团队虚拟性会阻碍员工对团队身份的认知，降低员工在团队中的内部人身份感知，并

形成社会身份的模糊和缺失，从而转向熟悉、稳定、可接触的现实家庭群体，积极地构建

家庭身份，提升员工的家庭认同和家庭身份凸显性。团队虚拟性由时空分散性、技术依赖

性、结构动态性和组织边界跨越性构成(Zheng et.al., 2024)，这些维度打破了传统固定的环

境边界，形成了一种离散、非面对面、动态、变化的虚拟环境。其中，时空分散性打破固

定时间和空间的边界，形成一种员工相互离散的环境。技术依赖性打破固定物理边界，形

成一种非面对面的环境。结构动态性打破固定人员的边界，形成一种成员关系动态变化的

环境。组织边界跨越性打破固定组织的边界，形成一种成员隶属不同组织的身份多样变化

的环境。社会认同理论指出，人们在群体中通过与该群体其他成员之间的交流互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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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概念中形成一个群体身份，将自我认知、价值、情感等与群体联系在一起，并以

此作为自己群体行为的依据(Stets & Burke, 2000, 2014)。团队虚拟性形成的离散、非面

对面、动态、变化的虚拟环境限制了成员之间的情感联系与交流互动，阻碍成员对于团队

身份的认知，使得员工感觉自己不是团队的内部人，即降低内部人身份感知(Stamper & 

Masterson, 2002)。同时，在这种虚拟的环境中，员工的身份是多重、动态、变化的，也会

造成员工社会身份的模糊和缺失。 

为了弥补工作上社会身份的缺失，给自己一个积极的自我概念，员工会转向身边熟

悉、稳定、可接触的现实家庭以获得家庭身份认同。社会认同理论认为，人们努力实现和

保持积极的社会身份认同，如果社会身份缺失或令人不满，人们会努力加入使其自身得到

积极区分、更有利的群体，去获取令人满意的社会身份，形成积极的自我概念(Stets & 

Burke, 2000, 2014)。因此，随着团队虚拟性的提升，员工一方面有更多机会在家庭、咖啡

厅等生活场所与家人、朋友一起工作、生活，增加与家庭成员的沟通联系和亲密关

系，增强对家庭身份的认知和情感，提升员工的家庭认同，即员工对家庭身份认可与

接受的程度(Dumas & Stanko, 2017)。另一方面，员工较少地接触和感知其他团队成

员，而更多地接触家庭成员的态度、情感，这会增加员工所感受到的家庭成员相对于

其他成员社会地位的重要性，提升员工家庭身份在虚拟化团队工作模式中的凸显性

(Randel, 2002)。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1-5：团队虚拟性程度的提升会降低员工的内部人身份感知，增强员工的家庭认

同和家庭身份凸显性。 

（2）社会认同与工作-家庭区分 

员工的家庭认同和家庭身份凸显性会让员工对家庭投入更多的努力和资源，促进家庭

对工作整合，并减少家庭资源的流出和损耗，降低工作对家庭整合。家庭认同是指个人对

家庭身份认可与接受的程度(Dumas & Stanko, 2017)。家庭身份凸显性是指个人家庭身份在

社会情境中启动的可能性(Randel, 2002)。家庭认同和家庭身份凸显性都反映了员工对家庭

身份的认可和重视程度。社会认同理论认为，认同某个群体会表现出与该群体相一致的行

为方式，个体倾向于选择和执行与其社会身份一致的活动，并倾向于拥护支持其社会身份

的组织(Ashforth & Mael, 1989)。因此，家庭认同和家庭身份凸显性高的员工会执行和家庭

身份一致的行为，更倾向于为家庭付出额外的精力，努力利用工作领域的可用资源投资到

家庭活动，提升家庭对工作整合。同时，家庭认同和家庭身份凸显性高的员工会维护自己

的家庭利益，减少家庭资源的损耗，努力阻止自己家庭领域的资源流动到工作领域，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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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对家庭整合。因此，高家庭认同、家庭身份凸显性的员工将资源更多地聚集在家庭领

域而不是工作领域，导致促进家庭对工作的整合而降低工作对家庭的整合。基于此，提出

以下假设： 

假设 1-6：员工家庭认同和家庭身份凸显性的提升会提升家庭对工作整合而降低工作

对家庭整合。 

（3）工作-家庭区分与工作、家庭结果 

社会认同理论认为，人们根据群体成员的身份来思考自己，群体认同有助于个体维持

对群体的积极态度和行为，并激励其付出努力实现群体目标，以实现自我提升(Rapp & 

Mathieu, 2019; Stets & Burke, 2000)。基于这一逻辑，工作-家庭区分是一种维持家庭群体或

工作团队群体的积极行为，影响员工家庭身份和工作身份的自我提升结果。其中，家庭对

工作整合是指利用工作领域的可用资源参与家庭活动，这可以增加家庭的资源投入，是维

持家庭身份的一种积极行为，有助于实现家庭目标，维持员工对家庭身份的认同，提升家

庭身份的自我提升效果，如提升生活质量、生活满意度等家庭结果；同时，家庭对工作整

合损害工作资源，是破坏工作身份的一种行为，不利于实现工作目标，破坏员工对工作团

队身份的认同，降低工作身份的自我提升效果，如降低工作绩效、工作满意度等工作结

果。而工作对家庭整合是一种维持工作身份的工作资源投入行为，有助于实现工作身份的

自我提升效果，即提升工作绩效、工作满意度等工作结果；同时，工作对家庭整合是一种

损害家庭身份的家庭资源损耗行为，会破坏家庭身份的自我提升效果，即降低生活质量、

生活满意度等家庭结果。因此，家庭对工作整合会提升家庭结果的同时损害工作结果，而

工作对家庭整合会提升工作结果的同时损害家庭结果。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1-7：家庭对工作整合可以提升员工的生活质量、生活满意度等家庭结果，降低

员工工作绩效、工作满意度等工作结果。 

假设 1-8：工作对家庭整合可以提升员工工作绩效、工作满意度等工作结果，降低员

工的生活质量、生活满意度等家庭结果。 

3.1.3  家庭结果与工作结果 

以上分析表明，员工在虚拟化团队工作模式下更倾向于将资源分配到家庭领域。然

而，这并不意味着这种资源分配偏好一定会损害工作结果。家庭结果的提升也有助于工作

结果的提升，从而实现工作-家庭平衡的效果。资源保存理论认为，各个领域之间的资源是

有限且相互依赖的，资源会根据环境而在相应的领域进行流动。一个领域的资源可以流动

到另一个领域，从而同时增强一个或两个领域的发展(Hobfoll, 2001; Westman et al.,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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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当个体在一个领域获得充足的资源后，该领域获得的资源会根据环境流动到其他领

域，让人们有更多的机会在其他领域增加资源投入以增加资源收益，从而形成资源增益螺

旋 (Mauno et al., 2007)。根据这一逻辑，当员工在家庭上有充足的个体资源时，即拥有高

的生活质量和生活满意度，这种家庭领域获得的充足资源和经验能够积极溢出到工作领

域，帮助员工更好地应对工作环境和工作问题，从而形成资源的螺旋式增益，提升员工的

工作绩效、工作满意度等工作结果。 

从社会认同理论来看，个体为了维护自己的群体身份认同，倾向于通过各种方式进一

步提升本群体的优越性(Stets & Burke, 2000, 2014)。员工家庭身份的优越性可以通过更高的

家庭生活质量来体现，而这意味着需要有更多的资源来维持或提升这种优越的家庭生活质

量。在企业中，更优秀的工作绩效往往意味着更高的收入待遇和社会地位。因此，当员工

的家庭生活质量较高时，他们将更有动力通过进一步提升自己的工作表现，来维持和提升

其家庭身份的优越性。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1-9：生活质量、生活满意度等家庭结果的提升可以促进员工工作绩效、工作满

意度等工作结果。 

3.2  研究 2：资源理论与认同理论两个作用机制的连接与转化——家庭认同的调节作用 

研究 1 基于资源保存理论和社会认同理论，分别探讨了团队虚拟性通过资源掌控利用

过程和群体认同过程影响工作-家庭融合/区分，最终影响员工工作和家庭结果的双层作用

机制。目前，有些研究根据主流的资源保存理论视角表明，团队虚拟性可能促进工作-家庭

融合实现工作-家庭平衡。然而，根据本研究的社会认同理论视角，团队虚拟性会让员工更

倾向于对家庭的认同，将更多的资源分配到家庭领域，形成工作-家庭区分来实现工作-家

庭平衡，从而表明在虚拟化团队工作模式下应该采取工作-家庭区分的管理思路而不是工作

-家庭融合的管理思路去实现工作-家庭平衡。那么，资源与认同这两个理论视角的研究结

论是否一定是矛盾的？又或者，这种不同研究思路的碰撞是否意味着这两种工作-家庭平衡

思路存在什么联系或转换机制？更进一步，如果本研究的思路是合理的话，那么在何种认

同情况下基于资源视角的工作-家庭融合思路更可能成立呢？为解决这一问题，研究 2 在资

源视角的逻辑基础上，运用社会认同理论继续探讨社会认同如何调节资源掌控利用对员工

工作-家庭融合行为的作用效果。 

通过本部分的研究可以发现：员工对家庭领域的认同(如，更高的家庭认同和家庭身份

凸显性)会让员工更倾向于把资源分配到家庭领域而非工作领域。因此，当员工对资源具有

一定的掌控后，更会促进其家庭对工作的整合行为，而减少其工作对家庭的整合行为，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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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对工作和家庭结果造成不同的影响。通过对该部分调节效应的探讨，不仅可以进一步回

答何种策略更适合虚拟化团队工作模式发展趋势下的工作-家庭平衡问题，也有助于解决资

源与认同这两个理论视角看似矛盾的研究逻辑问题，从而为整合这两种研究逻辑指出了新

思路，有利于为虚拟化团队工作模式发展趋势下的工作-家庭平衡研究构建一个整体的理论

框架，推动该领域理论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本部分的研究模型见图 3。 

 

图 3  研究 2 的模型示意图 

根据资源保存理论的研究逻辑，员工对资源的掌控之所以可以促进家庭对工作整合，

是因为员工对资源拥有更强的操控能力。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员工会将这些资源用于家庭

领域。而从社会认同理论来看，员工对家庭领域的认同，有助于引导员工将资源更多投入

到家庭领域。具体来说，群体认同有助于个体维持对群体的积极态度和行为，并激励个体

为认同的群体付出努力和进行投入(Rapp & Mathieu, 2019; Stets & Burke, 2000)。根据这一

逻辑，家庭认同反映了个体对家庭群体或家庭领域的认可程度，员工的家庭认同程度越

高，越有可能将拥有的资源往家庭领域进行投入。当员工的家庭认同处于较高水平时，员

工会更加清晰地意识到家庭对自己的使命和价值，把家庭的资源开发和价值创造当作自己

的责任，家庭资源创造的决心和意志更加坚定，并转化为更多的家庭资源投入行为，将从

团队虚拟性环境中获得的资源更多地投入到家庭领域，从而增强家庭对工作整合的效果。

所以，员工对家庭领域的认同程度越高，员工资源掌控利用(如，掌控感、心理可得性、活

力)对家庭对工作整合的影响会显著增强。由此推出以下假设： 

假设 2-1：员工对家庭领域的认同(如，家庭认同、家庭身份凸显性)正向调节资源掌控

利用(如，掌控感、心理可得性、活力)对家庭对工作整合的正向影响，即员工对家庭领域

的认同程度较高时，资源掌控利用对家庭对工作整合的促进作用增强。 

社会认同 

家庭身份凸显性 

家庭认同等 

资源掌控 

心理可得性 

掌控感等 

工作对家庭整合 

利用家庭可用资源

参与工作活动 

家庭对工作整合 

利用工作可用资源

参与家庭活动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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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员工运用掌控的资源进行工作对家庭整合的时候，家庭认同却不利于资

源向工作领域的移动和使用，从而削弱资源掌控利用(如，掌控感、心理可得性、活力)

在工作对家庭整合上的促进作用。家庭认同体现了员工对家庭群体或家庭领域的认可

程度。当员工的家庭认同越高时，越可能向家庭领域投入资源，并为了维护家庭利

益，而减少家庭资源向工作领域的流出和损耗，从而削弱工作对家庭整合的效果。基

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2-2：员工对家庭领域的认同(如，家庭认同、家庭身份凸显性)负向调节资源掌控

利用(如，掌控感、心理可得性、活力)对工作对家庭整合的正向影响，即员工对家庭领域

的认同程度较高时，资源掌控利用对工作对家庭整合的促进作用减弱。 

4  理论建构与创新 

本研究基于“社会认同理论”视角对以往的“资源保存理论”进行整合，重新审视虚拟化

团队工作模式对员工工作-家庭平衡的影响，不仅为该领域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视

角，拓展当前资源保存理论视角对工作-家庭平衡的研究逻辑，推动工作-家庭平衡研究在

虚拟化趋势下的理论发展，也可以为管理实践提供新的管理思路和建议。 

首先，本研究基于工作-家庭领域的重叠趋势，探讨了团队虚拟性对员工工作-家庭整

合及其工作、家庭结果的作用机制，有助于解决无边界情境下的工作-家庭平衡问题，为工

作-家庭平衡领域拓展了新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向。以往的工作-家庭平衡研究基于传统的

面对面工作模式，其研究思路是将工作和家庭区分开，探讨通过资源的溢出、补偿、增益

等方式进行两个领域的资源分配和协调，从而实现工作-家庭平衡(ten Brummelhuis & 

Bakker, 2012)。然而，当前数字化发展以及虚拟化团队工作模式的流行模糊了工作和家庭

的界线，二者难以区分，呈现出工作-家庭领域重叠的无边界状态，这使得传统工作-家庭

平衡的研究前提似乎不匹配现实实践的发展情况。本研究基于工作-家庭领域的重叠趋势，

以“工作-家庭整合”的新视角切入，在资源保存理论视角的基础上，引入社会认同理论，探

讨团队虚拟性对员工工作-家庭整合行为的作用机制，以及工作-家庭整合对员工工作和家

庭结果的不同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员工在无边界情境下仍希望可以对自己在工作和家庭领

域的身份认同进行区分，这意味着传统基于工作-家庭区分理念的研究思路并不过时。然

而，这种区分理念却不是以往单纯的物理边界区分，而是在工作-家庭领域重叠下促进员工

的自我身份在工作和家庭界定上的区分。这为解决在虚拟化团队工作模式发展趋势下如何

更好地促进工作-家庭平衡的问题明确了新的研究思路，也为工作-家庭平衡领域指出了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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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方向，即从传统面向工作-家庭有边界的研究方向拓展到面向工作-家庭无边界的研

究方向，有助于进一步推进工作-家庭平衡研究领域理论的新发展。 

其次，本研究引入社会认同理论的新视角，探讨了团队虚拟性对员工工作-家庭整合及

其工作、家庭结果的影响，解决了以往资源视角研究中工作、家庭资源分配动机不明的问

题，为工作-家庭平衡领域研究提供一个新的理论基础。以往工作-家庭平衡研究主要以资

源为基础探讨工作和家庭两个领域之间的资源分配和调整。资源保存理论是解释工作-家庭

平衡研究的主流理论，该理论认为资源可以通过溢出、补偿、增益等方式在工作和家庭两

个领域进行分配和调整，使得资源可以满足工作和家庭两个领域各自的功能需要，提升工

作和家庭活动的产出和绩效，从而实现工作-家庭平衡(ten Brummelhuis & Bakker, 2012)。然

而，资源保存理论视角只考虑了资源的分配方式，却忽略了资源分配的动机，无法解释资

源的分配方式为什么是从家庭领域的资源分配到工作领域或为什么是从工作领域的资源分

配到家庭领域，这限制了对工作-家庭资源分配方式的深入理解，阻碍了工作-家庭平衡领

域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本研究通过社会认同理论探讨团队虚拟性对员工工作-家庭整合及其

工作、家庭结果的影响，以此挖掘虚拟化团队工作模式下如何实现工作-家庭平衡的社会认

同机制。以领域认同作为切入点，指出资源的分配动机是往个体所认同的那个领域(工作或

家庭)进行转移，这弥补了以往资源视角研究所缺失的重要理论逻辑，解释了以往资源视角

尚未解释清楚的工作-家庭关系，从而为工作-家庭平衡研究领域提供新的理论基础。 

最后，本研究整合了资源保存理论和社会认同理论两个理论逻辑，构建了团队虚拟性

影响员工工作-家庭整合及其工作、家庭结果的双路径模型，并通过家庭认同在资源路径中

的调节作用将两个理论研究逻辑联系和整合在一起，为工作-家庭平衡研究领域提供新的整

合性理论框架。以往的工作-家庭平衡研究基于资源保存理论的视角，将注意力集中于探究

实现工作-家庭平衡的资源分配方式，如资源溢出方式、资源补偿方式、资源增益方式等

(Grzywacz et al., 2007; Lambert, 1990; Ruppanner & Pixley, 2012)，忽略和缺失对资源分配动

机的探讨，导致我们无法很好地理解员工为何愿意进行不同领域的资源分配。本研究在原

来资源保存理论的基础上，通过社会认同理论进一步挖掘了资源分配的动机，分别探讨了

团队虚拟性对员工工作-家庭整合及其工作、家庭结果的不同作用原理，并基于资源分配利

用这一共同的理论逻辑，通过分析家庭认同在资源路径中的调节作用，将资源视角和认同

视角的研究逻辑整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对工作-家庭平衡研究更具解释力的理论框架。这个

整合性理论框架不仅可以分析虚拟化团队工作模式下资源在工作和家庭两个领域的分配过

程，还能深入分析两个领域资源的分配动机，从而丰富和完善对工作-家庭平衡实现机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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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推进工作-家庭平衡研究领域的理论发展。此外，本研究基于社会认同理论构建了一

个团队虚拟性对工作-家庭平衡的作用机制的理论框架，可供未来在此基础上进行拓展性研

究。例如，正念、心理脱离、自我领导等个体特征能够反映员工对不同领域进行区分的思

想。因此，研究者可以借助本文的理论框架，来进一步探讨这些个体特征在工作-家庭整合

影响工作、家庭结果过程中的调节作用，有助于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工作-家庭平衡领域的研

究。 

从实践上看，本研究基于工作-家庭无边界的发展趋势，探讨了团队虚拟性通过工作-

家庭整合行为影响员工工作和家庭的作用机制，有助于企业重新思考虚拟化团队工作模式

下的管理思路，为员工、企业和社会的和谐、可持续发展提供指引和支撑。从企业的角度

来说，以往的研究局限于数智化技术对员工工作领域影响的探讨，这些研究引导管理者通

过数智化推进员工工作在家庭生活中的融合来提升工作绩效，并将员工的家庭生活视为私

人事务而不加干预。然而，本研究表明，团队虚拟性让员工更加认同家庭领域的需要，

即，增强了员工“为生活而工作”的理念。这有助于管理者意识到，员工在虚拟化团队工作

模式下反而更希望将资源分配到家庭领域，从而导致工作-家庭融合管理效果适得其反。企

业有必要将管理职责从工作领域延伸到家庭领域，并采取相关措施促进员工的家庭生活质

量，才有助于提升企业对人才的吸引力，让员工以更好的生活状态投入工作而提升企业绩

效，实现员工和企业的“双赢”和谐发展。另一方面，本研究探讨的团队虚拟性通过工作-家

庭整合影响员工工作和家庭的作用机制，有助于解决当前数智化、虚拟化发展趋势下的员

工工作-家庭平衡问题。这响应了国家《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提出的“加快数字社会建

设步伐”和“增进民生福祉”的战略目标，呼应了习近平主席所提出的“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有助于员工实现工作-家庭平衡，提升员工的生活幸福感，为社

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和发展做出贡献。 

此外，本研究基于社会认同的新视角探讨团队虚拟性对工作-家庭整合及其工作、家庭

结果的影响，有助于管理者从新的角度思考当前工作-家庭日趋融合下的工作-家庭平衡管

理方式，从而更好地进行管理干预，提升管理效能。如果单纯从资源理论逻辑来看待虚拟

化趋势下的工作-家庭平衡问题，团队虚拟性使得企业有更强的能力推动工作-家庭资源的

整合，以满足工作领域的需要，那么管理者应该进一步促进员工工作和家庭的融合发展。

然而，资源视角研究只考虑环境(工作或家庭领域)对资源的需要，却忽略了人在资源分配

上的动机，这可能是造成当前企业的一些做法引发社会负面效应的一个重要原因。本研究

基于社会认同的新视角，指出团队虚拟性会增加员工对家庭的认同，从而更愿意将资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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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到家庭领域，形成工作和家庭领域的资源分化。因此，管理者面对当前工作-家庭领域高

度重叠的现实情况，不能盲目借助这种发展趋势将工作强行融入家庭，而应该提供相应措

施保障让员工在无边界的虚拟环境中仍然可以在自我身份上建立工作和家庭的边界，才能

更好地促进工作-家庭平衡，从而提升管理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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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gmentation or Integration? The Managerial Approach to Work-

Family Balance in the Age of Virtual Team Work 

YAN Ming, ZHENG Shi 

(School of Management,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 China) 

Abstract: The virtual team work mode has become an inevitable trend for the organization work, 

resulting in a significant characteristic, “boundarylessness”, with a high overlap between the work 

and family domains. Such boundaryless trend changes the premise of previous research and 

practice that work and family can be distinguished. Responding to this problem, some scholars 

suggested to follow this boundaryless trend and promote work-family integration. However, the 

managerial practice based on this principle resulted in a series of negative effects. This raises an 

important research question needed to be resolved under the trend of virtual team work mode: is 

the traditional work-family differentiation principle or the current work-family integration 

principle more suitable to enhance work-family balance? Do we need other new perspective to 

resolve this problem? In order to resolve this important research question, this study relies on 

social identity theory to assist the insufficient explanatory logic of conservation of resources 

theory, discussing the mechanism of team virtuality on employees’ work-family integration 

behavior, as well as the managerial intervention principle to achieve work-family harmony. This 

study helps to build a new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the study of work-family balance to promote 

the theory development in the intelligent digital era, and suggests a new management perspective 

to achieve work-family harmony. 

Key words: work-family balance, team virtuality, conservation of resources theory, social identity 

theory, work-family integration 

C
h

in
aX

iv
:2

02
40

2.
00

16
5v

1


